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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杨绛译作与创作中幽默元素的互文性研究∗

刘 静 观　 　 　 刘　 杨

摘　 要：杨绛译作和创作中的幽默品质既有内在的强关联性，也有外在的差异性，其译作和创作的幽默表达风格形

成一种典型的相互反哺关系。 在译作的幽默风格影响下，杨绛自身的本我智慧与悲悯情怀的乖讹化在其后的文学

创作中展现出不同的表达形式，她慈悲冷峻地注视众生，笑中含泪地铺展幽默，睿智达观地行走世间。 她丰盛、平
静而又多姿多彩的文学精魂和幽默品质，留存在她的著作和译作中，成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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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我国女性作家兼翻译家的杰出代表，杨绛

一生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成就粲然可观。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杨绛在中国文坛初露头角，４０ 年代末她将主

要精力转向翻译，开始向国内读者译介西方文学作

品。 她先后翻译出版 ５ 部作品，其中的《小癞子》
《吉尔·布拉斯》和《堂吉诃德》是典型的“流浪汉体

小说”，也是其翻译生涯的代表性作品。 杨绛在进

行文学翻译的过程中，还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 这

些作品大部分着眼于人性百态，始终充满着乐观精

神的幽默表达。 张韓认为，杨绛的幽默创作在扎根

于民族文化土壤的同时，也受到其翻译的三部流浪

汉小说幽默精神的影响。①正如朱丽娅·克里斯蒂

娃提出的互文性理论所言，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

本的吸收和转换②。 因而，文学创作文本和文学翻

译文本之间也必然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 本文在对

比杨绛不同时期译作和创作幽默风格的基础上，对
其中的幽默元素进行互文性研究。

一、杨绛译作与创作中幽默元素的相互影响

翻译外来作品，既是一个输出精力和才华的再

创作过程，也是一个针对其他民族文化营养的学习

吸收过程。 译者的民族文化根基、成长背景，以及母

语元素和个人的语言风格等，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影

响译作的语言风格。 杨绛自身的知识结构、学识修

养、审美取向，为她能够充分而又深刻地理解母语之

外的文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绛学养深厚，才华

横溢，她那种兼收并蓄的中华传统文化积淀及自身

形成的语言风格在无形中渗入译作之中，使得译作

珠联玉映，锦上添花。 在对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进

行转换的过程中，杨绛融入了汉语的语素和自己的

语言风格，将西班牙谚语翻译得合辙押韵，就像汉文

化中的对联，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使这些带

有幽默意味的西班牙谚语更加幽默风趣，新奇隽永，
回味无穷。

杨绛在翻译三部“流浪汉体小说”的过程中，将
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意境和欧洲文学的精神内涵紧

密结合，将中华文化附带的幽默元素渗入西方文学

的文脉之中，将原著语言中的句式用富有中国特色

的民间俚语、俗语、谚语转化表述，形成独特的幽默

风格和独有的表现方式， 实现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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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营养反哺”。 这使得她笔下的译作语言在英

国式、法国式、西班牙式的乡土气息里带上了厚重的

中国味儿，更贴近并适合中国的读者。
在杨绛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小说翻译和文学创

作是两种最主要的方式。 《堂吉诃德》于 １９７８ 年出

版，标志着杨绛的翻译生涯暂告一段落。 在进入新

时期之后，杨绛的文学写作开启了崭新的一页，《干
校六记》 《将饮茶》 《杂忆与杂写》 《洗澡》等作品陆

续出版，２００３ 年，９２ 岁高龄的杨绛出版晚年最重要

的作品之一《我们仨》。 此后，她又继续写作并出版

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散文集。 在杨

绛晚期的文学作品中，从文学翻译活动中汲取的西

方文化元素的影响痕迹展现得十分清晰，她时常在

行文中不露痕迹地把这种幽默元素糅合进创作中。
比如她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这样写道：“我变成

‘牛鬼蛇神’之后，革命群众俘虏了我翻译的《堂吉

诃德》，并活捉了我笔下的‘四个大妖精’。 堂吉诃

德是一位正派的好骑士，尽管做了俘虏，也决不肯损

害我。 四个大妖精却调皮捣蛋，造成了我的弥天大

罪。 不过仔细想来，妖精还是骑士招来的。 ‘罪证’
往往意想不到。 我白白地终夜寻寻觅觅，竟没有发

现偌大四个妖精，及早判处他们火刑。”
以流浪汉的乐观精神和反抗意识为代表的西方

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正能量，深刻地影响着杨绛的人

生态度，即使在后来的运动中被下放、被批斗时，她
仍能自诩小癞子或堂吉诃德来自嘲、自慰，乐观地面

对人生。 流浪汉身上潜藏在幽默形态之下的人情世

态，影响着杨绛的审美趣味，表现为她在生活中时常

自嘲、自诩、自抑，往往貌似无厘头，实则大有欧式的

冷幽默范儿。 杨绛把翻译“流浪汉体小说”时所获

的西方幽默元素，糅合在自己的幽默风格中，并在充

满烟火气的平凡小事里解构着世间的种种日常。

二、杨绛译作与创作中幽默表现的相通性

在杨绛的译作和创作中始终蕴含着“一种超脱

困境的轻松的、宽容的幽默”，这“是她超越苦难、荡
涤心灵的法宝”③。 这种幽默在杨绛的创作与译作

中具有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对笔下人物充满宽容、善意、同情

杨绛三部“流浪汉体小说”译作中的主人公都

是流浪汉，流浪生活的共性使他们有着相似的精神

家园。 在人生与命运无法改变时，他们用自我嘲讽、

自我调侃的方式表达内心坚定的反抗。 他们虽然被

生活所迫，颠沛流离，但身上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乐

观主义精神。 杨绛曾在《小癞子》的“译本序”中表

示，自己对三个主人公及其余的众多人物没有“怨
苦忿怒”，而是充满了“宽容的幽默”④。

杨绛文学作品中的很多人物虽不是现实中的流

浪者，却也多是普通知识分子和劳动者。 比如《老
王》中的“老王”、《方五妹和她的“我老头子”》中的

“老头子”、《临水人家》中的“皱面先生”等，这些小

人物大多命运多舛，经历曲折，是精神上的流浪者。
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杨绛被打成“牛鬼蛇神”，
监管她的人称她为“披着羊皮的狼”，她却认为他们

并不是真正的凶恶，反而称其为“披着狼皮的羊”。
一字之差，体现出杨绛包容、宽厚、善良的人生态度

与幽默品格。 杨绛在描写这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时，均体现出一种宽容、体谅、善意的幽默。
２．包含着笑与坚守的自嘲

真正优秀的翻译家，不仅仅能将一种语言机械

地转换为另一种语言，而且能够在翻译过程中融入

自己的思想、风格与智慧进行艺术的再创作。 杨绛

较为重要的翻译作品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完成的。
作为走进新时代的传统知识分子，她的骨子里隐含

着传承千年的文以载道的士大夫精神，因而往往会

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作品中融入其对国家的关心和对

社会现状的思考，并将这种思考的结果通过幽默的

形式表达出来，在技术层面体现为包含着笑与坚守

的自嘲式幽默。 在人生与命运无法改变时，杨绛往

往用自我嘲讽、自我调侃的形式表达内心坚定的反

抗。 张韡等学者认为，“杨绛的自嘲型幽默运用的

是自我贬低、自我降格的手法”⑤。
这种自嘲式的幽默手法，在杨绛的译作中并不

少见，比如《小癞子》中：“我脖子抓破是活该；我历

次受罪都是为了口腹的过失，脖子是口腹之间的通

道。”⑥当时主人怒气冲天，不但抓破了他的脖子，还
差点儿要了他的命。 可他无可奈何，只能用这种自

我嘲讽的形式表达内心的反抗。 在《吉尔·布拉

斯》中，作家也成了嘲笑的对象：“我们那小僮跑来，
大声对女主人说：‘太太，有个人要见见您，他穿件

怪肮脏的衬衫，浑身污垢，您别怪我多嘴，我看他活

像个诗人。’阿姗妮道：‘叫他上来。 你们各位坐着

别动，来的是个作家。’”⑦翻译家嘲笑作家，这自然

是另一种形式的“自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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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嘲式的幽默手法在杨绛的创作中也俯拾

即是，比如她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即用轻松的语

气进行自我调侃：“我一直在猜测自己是个什么东

西。 散会我给推推搡搡赶下台，可是我早已脱下自

己的高帽子看了一眼，我原来是个 ‘资产阶级学

者’，自幸级别不高。”⑧ “我和同伙冒雨出席棚，只
愁淋成落汤鸡，不料从此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

以欺凌戏侮……”⑨这些笑中含泪的自嘲式幽默，说
明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杨绛能够把一件被迫为之

的屈辱之事云淡风轻地对付过去，在不动声色之间

令读者体会到她锋芒内敛后的倔强。
３．运用“逻辑错位”手法形成乖讹化幽默效果

关于“逻辑错位”，孙绍振等人给出的定义是：
“在一条思路、一条逻辑上落空的同时，又在另一条

思路上突然领悟到逻辑的落实，瞬息之间，不但体验

了康德说的失落的惊异，而且还有顿悟的惊喜，如果

光有失落的惊异，最多不过是滑稽而已，有了另一逻

辑的顿悟，才可能产生隽永的笑。”⑩

在杨绛的译作中，“逻辑错位”的表现手法时常

出现，如《堂吉诃德》中桑丘请公爵夫人照顾灰毛

儿，并说灰毛儿是自己眼睛里的明珠。 在公爵夫人

惊讶地问“什么灰毛儿”时，桑丘答道：“就是我的驴

呀；我不称驴，常叫它灰毛儿。”这种处理手法，巧妙

地运用了思路错位形成的幽默，往往出人意料，也更

容易达到出奇制胜的幽默效果。
在杨绛的创作中，这种因思路错位或逻辑错位

形成的幽默也经常出现。 她擅长通过人物的无知引

发思路错位型幽默，请看长篇小说《洗澡》中施妮娜

的发言：“比如有人的计划是研究马拉梅的什么《恶
之花儿》。 当然，马拉梅是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
可是《恶之花儿》嘛，这种小说不免是腐朽的吧？ 怎

么为人民服务呢！” 《恶之花儿》是波德莱尔的著

名诗集，这里张冠李戴，说得煞有介事，叫人哭笑不

得，又让人回味不尽。 在创作中，杨绛更多的是运用

多义词句的歧解现象达到幽默的效果。 因为在具体

的语言环境中，一个词语往往只有一个确定的意思，
一个句子也往往具有多个逻辑重点，言者和听者理

解的重点不同，从而形成幽默的反差。 这种反差越

大，其乖讹化导致的幽默效果也越明显。
４．综合运用多种修辞手法营造幽默氛围

在创作和译作中，杨绛经常运用假设、双关、反
讽、拟人、借代等修辞手法营造幽默氛围，其中最常

见的是比喻。 它能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把抽象的

事物具体化、形象化，如果运用巧妙，能让人在发笑

之余产生联想和思索，从而达到幽默的效果。 在杨

绛译作中，比喻修辞运用非常普遍，诸如“他要眉眼

送情，就像临死翻白眼儿。” “因为他把主人抓在

手里，像一团蜡，搓得圆捏得扁的。”“他走上来夺

过长枪，折做几段，随手拿起一段把堂吉诃德结结实

实地揍了一顿。 堂吉诃德虽然披着一身铠甲，也被

打得像碾过的麦子一样。”杨绛创作中巧妙的比喻

手法也随处可见，例如：“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

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 “汪勃一张嘴像漏

水的水龙头，滴滴答答不停地漏水。”

杨绛在译作和创作中通过连用、兼用等多种形

式将辞格运用得炉火纯青。 她不但用修辞表达自己

的观点和思想，还能令语句增添趣味性和幽默感，使
作品蕴含强大的感染力，进而增强读者的阅读趣味，
使作品中含蕴的文学思想深入读者内心深处，最终

影响读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三、杨绛译作与创作中幽默表现的差异性

幽默是以独特的艺术方式展现出来的一种独特

的语言文化现象，时常因语言的歧义现象和文化背

景的差异而引发并构成不同状态的幽默元素。 对于

杨绛而言，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作为跨文化背景下

的两种文学活动，其幽默形态的差异性也就草蛇灰

线地潜藏其间，这种差异性有时表现得十分明显。
１．含蓄、温和与辛辣、尖刻之别

受长期接受的东方文化含蓄内敛的特质影响，
杨绛在原创性作品中的幽默表现形式显得含蓄、温
和。 比如十年浩劫刚开始时，杨绛便被 “揪出来

了”，当时因为她不知何故，所以便在《丙午丁未年

纪事》中说，“‘揪出来’的算什么东西呢，还‘妾身未

分明’”。 当年的“牛鬼蛇神”们被安顿在一个屋

子里，“革命群众”随时可能闯进来检查，为了应付

检查，她出主意不让难友们撤掉帘子，原因是：“隔
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 我们

可以早做准备。”杨绛这种对于世态人情的洞悉与

熟稔通过天生的幽默感表现出来，尽管十分含蓄，却
仍如漫画一般，通过简单的几笔勾画出令人忍俊不

禁的幽默特点，畅快地彰显着个性的气质。 美国散

文作家梅比认为：“急智是才智的巧运，而幽默是天

性的流露。 急智是心灵的自觉的机巧，而幽默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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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性的深处，往往不自觉地从性格中表现出

来。”回顾杨绛的人生历程，尽管她饱经沧桑，但岁

月并未抹去她的坚韧，她没有失去对社会、对人生的

信心，作品中一直饱含着对普通民众的关怀，对善良

人性的呼唤，其幽默之下永远是温情的流露和慈悲

的注视。
与原创作品相比，杨绛译作中的幽默形式显得

比较辛辣、尖刻。 比如《吉尔·布拉斯》中：“他知道

唐安那斯塔修是个软耳根子的醋罐子，因此就想出

一条恶毒透顶的计策，不是混蛋想不出来的。”

“我不但出卖都统的实缺，也出卖勋爵的头衔。 凭

我弄来一纸勋位授予状，就把个好好的平民变成混

账的绅士。”在译作中，杨绛这种辛辣的讽刺针对

的是世间的丑陋和荒谬，并不是为了讽刺个人，而是

要“举起明镜，让千千万万的人在私室中照见自己

的丑相，由羞愧而知悔改”。
２．细腻写实与夸张荒诞之别

在文学创作中，杨绛无论对于事物的描述还是

对于幽默的处理，都充满着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机智。
在《第一次下乡》中，杨绛以细腻幽默的语言，把生

活中不登大雅之堂的事写得妙趣横生，让人忍俊不

禁：“可是几位老先生吃了白薯，肚子里产生了大量

气体，又是噫气，又是泄气。 有一次，一位老先生泄

的气足有一丈半长，还摇曳多姿，转出几个调子来。
我和女伴走在背后，忍着不敢笑。 后来我拣出带下

乡的一瓶食母生，给他们‘消气’。”这种细腻的写

实往往蕴含着温暖的幽默，读来令人在会心一笑之

余，更能感受到生活的厚重与艰辛。
在译作中，杨绛更倾向于夸张、滑稽和荒诞的描

写，更多地表现出冷幽默意味。 《堂吉诃德》是杨绛

译作中分量最重的一部作品，故事荒诞离奇，人物荒

唐滑稽。 作者塞万提斯用滑稽、夸张、荒诞的情节和

语言塑造了一个行为疯癫离奇、内心正直勇敢的

“骑士”，无论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还是他时时都

要遵循骑士道的规则和精神、事事都要模仿书上骑

士的僵化、教条以及他单恋邻村姑娘的自作多情，这
种由夸张、滑稽、荒诞而形成的幽默效果贯穿始终。
虽然在这些疯癫、荒诞、滑稽的文字背后，隐含着堂

吉诃德的正直、侠义、忠诚和勇敢，但人们只看到他

疯癫荒唐的一面，他也因此屡屡被人捉弄而吃尽苦

头，最终因一事无成抑郁而死。 我们翻遍杨绛的原

创文学作品，无论在散文还是小说中，像这种夸张、

滑稽、荒诞型的幽默风格，几乎难觅踪影。
３．女性意识与超性别意识之别

杨绛平静、淡然、充实地过好每一天，自守高洁，
不带风尘，不染污秽，自始至终坚守心中爱的温暖和

温馨，这种品格，正是经历了百年沧桑的杨绛先生所

独具魅力的女性意识。杨绛的性别意识在其散文、
小说乃至译著等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但因性别差

异所构成的幽默形态，在其创作和翻译两个领域的

表现形式却有着明显的区别。
杨绛在文学创作中更多地坦现着本我意识。 本

我在人性中的体现是无意识的，往往不被个体所察

觉。 比如长篇小说《洗澡》中“因为他离开了宛英，
生活上诸多不便，简直像吃奶娃娃离开了奶妈”的

描写，典型地体现着女性本我意识主导下的幽默心

理。 在散文《回忆我的父亲》中，她在叙述家庭的温

馨以及父母的爱情时，多处表现出女性视角下细腻

而又温暖的幽默。 比如：“父亲已经发烧得只说昏

话了。 他开始说的昏话还是笑话。 他看我母亲提了

玻璃溺壶出去，就说：‘瞧瞧，她算做了女官了，提着

一口印上任去了！’”谢春丽认为，在杨绛的短篇

小说中，不仅深刻蕴含着作者对女性意识的探讨，同
时也有对以男权话语为中心建构的社会秩序不合理

性的批判，这种探讨或批判也往往呈现着女性意

识主导下的幽默特质。
由超性别意识派生的“无我”形态，使杨绛的三

部“流浪汉体小说”译作中体现出一种超性别意识

的幽默表征。 如桑丘说：“这个比喻好，可是并不新

鲜，我听到过好多次了。 这就像一局棋的比喻。 下

棋的时候，每个棋子有它的用处，下完棋就都混在一

起，装在一个口袋里，好比人活了一辈子，都埋进坟

墓一样。”在翻译活动中，杨绛实现了对自身性别

视角、认知和思维的多向度超越，她自觉地突破了传

统文化几千年来赋予女性的文化视域、价值判断标

准和思维特征，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目光审视外

国文学中荒诞、滑稽外壳下的幽默内涵，并以高超的

语言驾驭能力，转换为汉语语境下的幽默信息，使其

作品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４．口语方言与民间谚语之别

一位卓越的作家首先是一位语言大师，杨绛自

然也不例外。 她能够通过日常生活的言谈话语，自
然而然地引起喜剧性的冲突，进而呈现出独特的幽

默效果。 但杨绛在创作与译作中对语言的选择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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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区别，她在创作中特别擅长使用汉语口语和吴地

方言，在译作中却运用了大量外国民间谚语。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少年时随家人迁至苏州居

住，又在东吴大学读书，因而对吴地方言十分熟悉。
她在作品中巧妙运用大量吴地方言俚语，使行文欢

快愉悦，带有浓郁的幽默意趣。 比如《大王庙》中的

无锡话：“我每和姐姐同在路上走，无锡老老少少的

妇女见了短裙子无不骇怪。 她们毫不客气地呼邻唤

友：‘快点来看呶！ 梳则辫子促则腰裙呶！’”又如

《回忆我的父亲》中的苏州话：“屈先生是苏州人，一
次他一口纯苏白对我说：‘唔笃老太爷直头硬！ 嗐，
直头硬个！’我回家学给父亲听，父亲笑了。”

反观其译作，其中虽然也有口语的运用，但最突

出的是使用了大量具有幽默意趣的民间谚语。 据笔

者统计，在《堂吉诃德》全书中竟然使用了约 ４００ 句

（次）左右的西班牙民间谚语。 尤其是堂吉诃德的

侍从桑丘简直一肚子的谚语警句，张口就来，有时一

段话中差不多全是谚语。 在杨绛翻译的三部“流浪

汉体小说”中，成群结队地运用谚语并达成显著幽

默效果的段落并不少见，但这种情况在杨绛原创作

品中极少出现。 这种差异性尽管是其在处理不同文

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形式时有意为之，但更显示出

了杨绛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四、结语

纵观杨绛先生译作与创作实践中幽默表达的相

互关系，我们发现，尽管其幽默形态、表现方式等有

所差异，却能殊途同归，不但让人忍俊不禁，而且让

人在笑过之后又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去琢磨、领会文

字背后的内涵，进而启迪读者的心智。

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下，杨绛自身的本我智慧

与悲悯情怀在翻译和创作中展现出了鲜明的幽默表

达形式。 这种译作与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现象，将
现代生活、民间立场与中国语言熔铸为一个有机整

体，并以此成就了杨绛对现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这种互文性不仅促成了她丰盛、平静而又多姿多彩

的文学精魂和幽默品质，更以其独特的况味和风格

成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代文学的语言实践

中，具有独特的启示价值和典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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